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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优势以激发区域创新内在动力,是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亟须解答的关键问题。 基于 2009—2021 年中国 14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

政策(简称“双政策”)的联合实施视为一项准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

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实施双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实施双政策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科技人才集聚

效应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③进一步分析发现,实施双政策对人力资本水平高和产业结构水平低的城市创

新能力提升作用更强,与实施单一政策相比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与先实施人才引进

政策再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相比先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再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

升作用更强。 研究结果为城市统筹释放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合力、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

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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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harness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talent policy to activate endogenous
regional innovation is a key question for achieving China’s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Using panel data on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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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ties from 2009 to 2021, this study treats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policies—the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olicy and the talent attraction policy—as a quasi-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desig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ir impact on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ual polic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cros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2) mechanism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dual policies promote innovation through three channels—a

financing-constraint alleviation effect, an industrial-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n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talent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3)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dual policies exert stronger effects in cities

with higher human capital levels and less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Moreover, the dual policies outperform single-

policy implementations, and sequencing matters: implementing the industrial policy before the talent policy yields greater

innovation gains than the reverse ord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ities to

coordinate industrial policy and talent policy to accelerat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talent attraction; urban innovation; dual policies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纵深

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

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然而,城市提升创新能力仍面临双重困境。
一方面,城市产业发展结构陷入“低端锁定”困境。
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无法适配,导致人力资

本无法支撑产业发展,难以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

跃迁。 另一方面,城市产业发展模式陷入“路径依

赖”困境。 产业发展仍依赖粗放式、封闭式和单一

式发展模式,导致人才创新效能未被充分释放,制
约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中国特有的政策干

预情境下,如何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摆

脱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困境是当前亟待解答的

问题。
当前学界对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分别如何影

响城市创新能力主要存在正反两种观点。 就产业

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实施产

业政策可以通过增强产业集群集聚程度[1]、扩大

倾向性研发投入[2] 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3] 等渠

道,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实施产业政策

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与实际发展状况不匹配[4]以

及设租寻租[5] 等问题,抑制城市创新能力。 就人

才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实施

人才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地区人才结构[6]和促进优

势产业发展[7]等渠道,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另一方

面,实施人才政策可能引发创新结构扭曲[8] 等问

题,抑制城市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多将

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视为独立影响要素,分别探

究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忽视了二者在

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存在叠加作用。 事实

上,若人才供给滞后,在实施产业政策促使产业向

高级化和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人才技能鸿

沟”。 同样地,若产业发展受阻,实施人才政策建

立的人才集聚优势无法充分转化为产业发展优

势。 在上述背景下,明晰联合实施产业政策与人

才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为典型的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创新型产

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摆脱创新能力

提升困境具有关键作用[1,9]。 前者通过构建集聚

化、网络化和协同化的产业创新生态,增强城市对

人才创新效能的释放能力,有利于城市打破产业

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后者则通过吸引人才集

聚,缓解城市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难题,有利于

城市打破产业发展结构的“低端锁定”。 鉴于此,
本文使用 2009—2021 年 14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的联合实

施视为一项准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深入探讨实

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

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 3 个方面。 一

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丰富了联合实施创新型产

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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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研究。 既有研究重点探讨了创新型产业集

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分别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

响作用[1,9],尚未将两者结合起来探究其叠加效

应。 然而,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同步性,
单一政策的实施无法充分释放城市创新动能,针
对该研究缺口,本文验证了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

新能力提升存在叠加作用。 二是在机制剖析上,
本文打开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

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黑箱”。 既有研究

主要考察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

分别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1,10],
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联合实施赋

能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仍有待揭示。 然

而,明晰实施双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对城

市统筹释放政策合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针对该研究缺口,本文实证检验了实施

双政策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

应和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

内在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城市特征、实施政策的

组合以及顺序角度考察了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

能力的差异化影响。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

靠更为科学合理的估计策略———准实验设计和双

重差分法,得到了更为可信的经验发现。 既有研

究主要使用政策数量、关键词出现频次等指标对

政策强度进行测量[11],并采取传统回归模型检验

政策效应。 然而,这些研究对政策强度的测量具

有一定的主观性,且所运用的估计策略无法充分

缓解内生性问题。 针对该研究缺口,本文将创新

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的联合实施视为

一项准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
有效缓解估计偏误,精准地识别了实施双政策对

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净政策效应。
一、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科技“硬实

力”、推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科技部以国家级高

新区为重点筛选对象,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印

发《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和《创新

型产业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并于 2013 年正

式启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 截至 2023
年,全国相继布局了 109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产

业类型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涉及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制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关

乎国家未来发展命脉的创新产业。 在支持措施方

面,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土地、金融和贸易等手

段,协同支持创新型产业集群载体建设、主体培育

和科技创新。
早在 1988 年,深圳就颁布了《深圳市鼓励出

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旨在引进高层

次海外留学人才。 中共中央在 2016 年印发《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后,全国各个

城市开始大面积出台人才引进政策。 截至 2021
年,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已出台人才引进政策。
在引进对象方面,主要引进对象是高层次人才,包
括高学历、高职称和高技能人才等。 在激励举措

方面,主要通过为人才的生活、工作等提供全方

位、多样化保障,如直接经济补助、创新创业支持、
家属安置和就医保障等吸引人才。

总体来看,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

政策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而二

者在实施地区和时间上的差异也为本文考察双政

策的联合实施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以及作

用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环境。
(二)研究假设

1.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

对城市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

实施双政策能够实现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

互补匹配,从而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一方面,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人才为产业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

通过对集群内企业以及其他创新主体在产业规

模、核心的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设置明确

的“高标准”,可以有效地将创新主体的创新动机

由政策套利转向满足市场需求[12]。 然而,创新的

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可以为

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因此,实施

双政策促使创新主体“既有创新动机,也有创新能

力”,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人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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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挥需要产业承载,创新产业集群为人才提供

实践载体和平台。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通过提供安

家费、科研启动金以及完善成果转化分成机制等

方式,落实“靶向引才 + 生态留才”策略,可以实现

人才的持续集聚[13]。 然而,人才价值的实现离不

开载体和平台支持。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可

以打造 “产学研用” 多方协同的创新平台和场

景[14],充分释放人才科技创新作用。 因此,实施双

政策可以在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形成人力资本与创

新载体的强关联性,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综

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实施双政策可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2.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

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实施双政策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
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

新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1)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实施双政策能够通

过提升融资可得性水平,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一方面,实施双政策能够提升融资可得性水平。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产业发展潜力背

书”作用,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产业战略价值较高

的信号[15]。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也具有“创新主体

实力认证”作用,当企业以及其他创新主体获得人

才引进政策支持时,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创新主

体能力可靠的信号[16]。 释放上述双重信号有效缓

解金融机构与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

升融资可得性水平。 另一方面,融资可得性水平

的提升能够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随着融资可

得性水平的提升,高创新能力、高创新回报和高创

新效率的创新主体能够更便捷地从区域内金融机

构获取从事创新活动所需的投融资金[17],增强了

其持续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以及产品创新等方

面投资的能力和意愿[18],从而推动产业集群内创

新主体形成创新的正向循环,最终提升城市创新

能力。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实施双政策可以通过融资约束缓解

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2)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实施双政策能够通

过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一方面,实施双政策可以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实

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能够通过集聚优势产业要

素,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推动传统产业向技

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城市产

业结构水平。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能够通过集聚多

领域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跨领域交流合作和技

术重组[20],推动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

提升城市产业结构水平。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水

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随着产业

结构水平的提升,产业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发

展[12],企业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不断扩大的创新需求倒逼企业以及其他创新主体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学研协同合作,进而加快构

建地区产业创新生态[21],最终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3:实施双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3)科技人才集聚效应。 实施双政策能够通

过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

升。 一方面,实施双政策可以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通过集聚高新技术产

业,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和就业机

会[22],从而吸引科技人才集聚。 实施人才引进政

策通过为人才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降
低科技人才跨地区流动成本,提升人才在城市长

期发展的意愿[23],从而持续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集聚能够推动城市创新能力

提升。 具体而言:从合作机制看,来自不同领域的

科技人才与企业、研究机构、服务商等共同汇聚在

产业集群内,跨学科、跨领域的“新思想”和“新观

点”不断碰撞,有利于知识创造、应用和扩散[24],
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从竞争机制看,科技人

才的大规模集聚改变了城市创新资源要素禀赋和

人才市场格局,有利于科技人才之间形成以绩效

为导向的“锦标赛效应” [25],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能

力。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4:实施双政策可以通过科技人才集聚

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78

区域发展与创新　 创新型产业集群与人才引进政策联合实施何以促进城市创新



图 1　 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首先,本文将研究窗口设定为 2009—2021 年。
其原因在于:考虑到 2013 年才开始实施创新型产业

集群政策,为避免数据窗口期过宽导致过多其他冲

击混淆数据结果,本文将研究窗口起始年份设为

2009 年;考虑到截至 2021 年几乎所有城市都实施了

人才引进政策,本文将研究窗口结束年份设为 2021
年。 其次,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剔除了

西藏、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其他数据残缺不

全的地区样本。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过程之后,最终得

到2009—2021 年中国149 个城市的1 937 条平衡面板

数据。 此外,为排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

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 99%分位点缩尾处理。
(二)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能力(CIA)。 参考

以往研究[26 - 27],本文使用城市创新指数反映城市

创新能力,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

研究院、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指数(2001—2021)》。
(2)解释变量:是否为同时实施双政策的城市

(did)。 对同时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

颁布人才引进政策的当年及以后年份的 did 项赋

值为 1,其余为 0。 是否实施政策的具体识别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2013
年,科技部正式认定第一批“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

工程”试点建设单位。 参考以往研究[1,14],根据科

技部公开的政策法规信息判断,如果某一城市有

试点单位,那么就认为该城市实施了创新型产业

集群政策。 ②人才引进政策:参考以往研究[28],以
人大(含常委会)、人民政府和其他政府机构颁布

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

章与地方规范性文件为基础,选取“人才”“人才政

策”“人才引进”等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和地方

政府网站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核对,最
终确定人才引进政策相关文件,并以该政策文件规

定的生效时间作为人才引进政策实施时间。
(3)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1,3,14],选择城

市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本(HC)、
科技支出水平(STE)、工资水平(WAGE)、固定资

产投资(FAI)、出口贸易(ET)为控制变量,数据来

源于 EPS 数据平台。 变量测量方式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测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新能力 CIA 城市创新指数

解释变量 是否为同时实施双政策的城市 did 若城市同时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颁布人才引进政策则为 1,
反之则为 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 2009 年城市 GDP 为基期,经平减后的城市 GDP(单位:万元)取对数

人力资本 HC 城市每十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单位:万人)取对数

科技支出水平 STE 城市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单位:% )
工资水平 WAGE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单位:万元)取对数

固定资产投资 FAI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单位:% )
出口贸易 ET 城市货物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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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构建

CIAi,t = α0 + α1 didi,t + β xi,t + ηt + μi + εi,t

(1)
式(1)中, CIA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 个城

市在第 t 年的创新水平,使用城市创新指数进行测

量; α0 为常数项; didi,t 为是否为实施双政策的城

市; 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人力资本、科技支出水平、工资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出口贸易; η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i 为城市固

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 α1 为核心估计

参数,若回归结果中 α1 大于零并显著,则说明实施

双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2 所示,城市创新能力的最大值为 2 907. 851,
最小值为 0. 086,均值为 42. 584,标准差为 151. 151。
这说明城市之间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且多数城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IA 1 937 42. 584 151. 151 0. 086 2 907. 851
did 1 937 0. 017 0. 127 0 1
GDP 1 937 17. 018 0. 892 15. 148 19. 337
HC 1 937 5. 165 0. 905 3. 258 7. 015
STE 1 937 0. 023 0. 018 0. 002 0. 095
WAGE 1 937 10. 907 0. 408 9. 980 11. 772
FAI 1 937 1. 614 1. 508 0. 076 8. 031
ET 1 937 0. 518 1. 173 0. 001 7. 279

市创新能力较低。
(二)基准回归

如表 3 所示,第(1)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did
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0. 231,且在 1% 水

平上显著,第(2)列 ~ 第(7)列逐步加入一系列控

制变量后,did 的回归系数增大,且仍在 1%水平上

显著,说明在考虑一系列相关因素影响后,双政策

的实施仍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did 0. 231∗∗∗

(0. 086)
0. 238∗∗∗

(0. 089)
0. 237∗∗∗

(0. 089)
0. 258∗∗∗

(0. 088)
0. 277∗∗∗

(0. 082)
0. 295∗∗∗

(0. 085)
0. 342∗∗∗

(0. 086)
GDP — 0. 197∗∗

(0. 091)
0. 196∗∗

(0. 091)
0. 108

(0. 099)
- 0. 108
(0. 100)

- 0. 168
(0. 106)

- 0. 166
(0. 106)

HC — — -0. 045
(0. 028)

- 0. 045
(0. 028)

- 0. 051∗

(0. 028)
- 0. 048∗

(0. 028)
- 0. 047∗

(0. 028)
STE — — — 4. 400∗∗∗

(1. 386)
3. 652∗∗∗

(1. 363)
3. 339∗∗

(1. 353)
4. 111∗∗∗

(1. 366)
WAGE — — — — 1. 396∗∗∗

(0. 193)
1. 396∗∗∗

(0. 192)
1. 373∗∗∗

(0. 193)
FAI — — — — — 0. 036∗

(0. 019)
0. 059∗∗∗

(0. 019)
ET — — — — — — -0. 334∗∗∗

(0. 076)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1 937 1 937 1 937 1 937 1 937
R2 0. 924 0. 925 0. 925 0. 925 0. 928 0. 928 0. 928

注:∗∗∗、∗∗、∗分别代表 p < 0. 01、p < 0. 05、p < 0. 1;括号中数值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三)事前趋势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实施双政策提升了城市创

新能力,但这可能只是反映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双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差异,即实验组在

实施双政策之前的城市创新能力就显著强于对照

组。 为检验事件研究法的适用性,参考以往研

究[29],本文构建的事前趋势检验模型为:

CIAi,t = α0 + ∑
6

m = 1
βmpre m( ) + γcurrent +

∑
6

n = 1
δnpost(n) + φxi,t + ηt + μi + εi,t (2)

式(2)中, pre(m)、 current 和 post(n) 为一系

列时间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 6 期、政策

基期和政策实施后 6 期;其余变量与式(1)一致。
βm 为核心估计参数,当 βm 不显著,表示实验组和

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无明显差异。
如图 2 所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创新能力在

双政策实施之前无明显差异。 具体而言, βm 不显

著,说明在实施双政策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

创新能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政策实施一期

后, δn 系数逐渐正向异于 0 且值逐年增大,表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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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双政策之后,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逐

年递增,进一步验证了数据分析结果与事前趋势

假设一致。

图 2　 事前趋势检验结果

(四)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随机因素对研究估计结果产

生影响,参考以往研究[30],本文对 149 个城市样本

进行 500 次随机抽样,对抽样结果组成的虚拟样本

集合进行重复回归估计。 如图 3 所示,500 次随机

抽样组成的虚拟样本中,估计系数集中分布于 0 附

近,与前文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图 3 右侧直线)
相距较远,且绝大多数估计系数 p 值大于 0. 1,说
明实施双政策是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五)内生性检验

1. PSM-DID
考虑到实施双政策的城市可能具有非随机

性,参考以往研究[31],本文使用 PSM-DID 方法来

缓解样本选择偏误。 具体操作为: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其次,将基准模型的控制变量

作为协变量使用 1∶ 3 近邻匹配法进行样本匹配;再
次,剔除未匹配成功样本,并进行平衡性检验;最
后,使用剔除后的样本进行 DID 回归检验。 如表 4
所示,匹配前后 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4　 PSM-DID 结果

变量
(1) (2)

匹配前 匹配后

did 0. 342∗∗∗

(0. 086)
0. 377∗∗∗

(0. 1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360
R2 0. 928 0. 918

2. 熵平衡检验

考虑到 PSM-DID 方法较为主观会导致匹配效

果产生偏误,消除双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

趋势差异带来的偏差有其必要性。 参考以往研

究[32],本文借助熵平衡法通过最大化熵的方式对

样本进行加权,以满足协变量的矩约束条件,其原

理是通过最小化权重与参考权重之间的相对熵来

计算最优权重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再匹

配。 如表 5 第(1)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3. Arellano-Bond 动态面板稳健估计

考虑到动态面板模型自身存在系统性内生问

题,参考以往研究[33],本文采用 Arellano-Bond 稳

健性估计将 did 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以控制固

定效应的影响,消除个体异质性对估计结果的干

扰。 如表 5 第(2)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5　 熵平衡检验及动态面板稳健结果

变量 (1) (2)

did 0. 215∗∗∗

(0. 049)
0. 135∗∗∗

(0. 0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639
R2 0. 970 —

4. 改变控制变量设置方式

考虑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同期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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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城市间存在的特征差异,本文进一步改变控

制变量设置方式以减少反向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

的干扰。 参考以往研究[34],一方面对全部控制变

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另一方面在基准回归的基

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从而排

除由城市特征变量的时间趋势所造成的影响。 如

表 6 所示,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以滞后一期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乘引入模型后

的回归结果,did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

研究结论稳健。
表 6　 改变控制变量设置方式检验结果

变量 (1) (2)

did 0. 295∗∗∗

(0. 083)
0. 293∗∗∗

(0. 091)
L. 控制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变量 × 时间趋势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788 1 937
R2 0. 933 0. 925

(六)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方式

基准回归中使用城市创新指数对城市创新能

力进行测量,其科学性虽已经得到众多学者认

可[35],但为了提升结论的可靠性,参考以往研

究[36],本文使用专利授权数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

替代变量。 考虑到专利被授权一般要经过 1 ~ 3
年,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反映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

分别对专利授权数滞后一期、两期和三期进行处

理。 如表 7 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
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7　 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滞后三期

did 18. 601∗∗∗

(7. 109)
14. 195∗∗

(5. 746)
10. 597∗∗

(4. 8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24 1 776 1 628
R2 0. 815 0. 826 0. 832

2. 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

基准回归中使用城市(个体)和年份(时间)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城市层面以及随时间变化

的潜在影响因素,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层面的潜在

影响因素对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以往研究[37],本
文逐步引入省份、省份与时间交互项,构建新的多

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如表 8 所示,did 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8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342∗∗∗

(0. 086)
0. 259∗∗∗

(0. 090)
0. 259∗∗∗

(0. 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859 1 859
R2 0. 938 0. 951 0. 951

3. 改变标准误差聚类层面

基准回归中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以控

制异方差问题,为进一步解决不同城市间横截面

相关性和不同年份间时间序列相关性可能导致的

估计偏误,参考以往研究[38],本文采用多维聚类标

准误方法,分别对城市、年份以及城市—年份交互

效应进行聚类调整。 如表 9 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9　 改变标准误聚类层面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342∗∗∗

(0. 065)
0. 342∗

(0. 189)
0. 342∗∗∗

(0. 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1 937
R2 0. 928 0. 928 0. 928

4. 剔除特殊年份

考虑到受 2019 年底暴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影响,2020 年和 2021 年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

创新活动遭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参考以往研

究[39],本文依次剔除 2020 年数据、2020 年和 2021
年数据重新进行检验。 如表 10 第(1)列 ~ 第(2)
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

究结论稳健。
5. 剔除特殊城市

考虑到 149 个样本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和

重庆 4 个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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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能远超其他样本城市,极端值的存在可能会

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以往研究[40],本文剔

除上述 4 个特殊城市重新进行检验。 如表 10 第

(3)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

究结论稳健。
表 10　 剔除特殊年份和特殊城市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349∗∗∗

(0. 102)
0. 347∗∗∗

(0. 121)
0. 348∗∗∗

(0. 0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788 1 639 1 885

R2 0. 932 0. 943 0. 923

6. 部分线性模型

考虑到可以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来有效分离和

控制复杂的非线性混淆效应,参考以往研究[41],本
文运用部分线性模型在样本分割比例为 3 的条件

下,采用支持向量机、岭回归和弹性网络重新估计

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如表 11 第

(1)列 ~ 第(3)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11　 部分线性模型及野聚类自助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did 0. 376∗∗∗

(0. 084)
0. 359∗∗∗

(0. 083)
0. 174∗∗

(0. 083)
0. 342∗

(0. 1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分割比折数 3 3 3 —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1 937 1 937

7. 野聚类自助法

考虑到数据间的相关性会造成组群结构

(group structure)差异,传统聚类稳健标准误方法

假设各聚类内的误差项是同方差的,当城市层面

“聚类”数过少时,估计出的聚类标准误并不可信。
参考以往研究[42],本文采用野聚类自助方法(基
于权重服从两点分布)对标准误进行调整。 如表

11 第(4)列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

文研究结论稳健。
8. 排除竞争性假设

考虑到在实施双政策期间,同期的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和国家中心城市试点政策可能会对基准回

归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参考以往研究[43 -44],本
文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中心城市试点政策

作为会影响本文结论的重要竞争性政策,分别构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中心城市试点政

策”两个政策虚拟变量,并作为控制变量依次纳入基

准回归模型。 如表 12 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 12　 竞争性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336∗∗∗

(0. 086)
0. 343∗∗∗

(0. 086)
0. 338∗∗∗

(0. 086)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0. 027

(0. 053) — 0. 023
(0. 054)

国家中心城市试点政策 — 0. 075
(0. 057)

0. 068
(0. 0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1 937

R2 0. 928 0. 928 0. 928

(七)机制检验

1.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部分所述,实施双政策可以通

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参考

以往研究[45],本文使用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

额衡量城市层面融资可得性水平。 如表 13 第(1)
列所示,did 对融资可得性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实施双政策能够通过提升融资可得性水

平,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13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融资可得性水平 产业结构水平 科技人才集聚

did 0. 158∗∗∗

(0. 044)
0. 018∗∗∗

(0. 006)
4. 770∗∗∗

(1. 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1 937

R2 0. 932 0. 954 0. 870

2.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部分所述,实施双政策可以通

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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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46],本文使用城市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乘以各自占 GDP 的比重加权衡量城市层面

产业结构水平。 如表 13 第(2)列所示,did 对产业

结构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施双政策

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推动城市创新能力

提升,假设 H3 得到验证。
3. 科技人才集聚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部分所述,实施双政策可以通

过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参考

以往研究[47],本文使用城市 R&D 人员全时当量占

城市就业人口数比重与全国 R&D 人员全时当量

占全国就业人口数比重之比衡量城市层面科技人

才集聚。 如表 13 第(3)列所示,did 对科技人才集

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施双政策可以通

过促进科技人才集聚,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假
设 H4 得到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

(一)城市特征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自身人力资本水平[48]、产业结构

水平[49]和创新能力水平[50] 可能对双政策的实施

效果产生影响,本文根据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产业

结构水平和创新能力水平的中位数分别将样本划

分为高、低两组,并进行异质性检验,以考察不同

城市特征作用下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的差异化影响。
表 14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低人力
资本水平

高人力
资本水平

低产业
结构水平

高产业
结构水平

低创新
能力水平

高创新
能力水平

did 0. 373∗∗∗
(0. 069)

0. 468∗∗∗
(0. 098)

0. 413∗∗∗
(0. 092)

0. 390∗∗∗
(0. 090)

0. 307∗∗∗
(0. 076)

0. 345∗∗∗
(0. 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差异 p 值 0. 001 0. 003 0. 696
观测值 953 915 965 965 966 954
R2 0. 901 0. 941 0. 889 0. 941 0. 776 0. 916

如表 14 所示,第(1)列 ~ 第(2)列结果显示,
低人力资本水平组和高人力资本水平组中 did 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高人力资本水平组的 did
回归系数大于低人力资本水平组,且组间系数差

异 p 值显著,表明无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实
施双政策均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但
相较于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实施双政策对高

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更强。 原

因可能在于,在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下,实施双政

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遵从“马太效应”规
律。 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具备更完善的人才基础

和知识储备,能够在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更快形

成研发合力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实现更强的城

市创新能力提升效果。
表 14 第(3)列 ~第(4)列结果显示,低产业结

构水平组和高产业结构水平组中 did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但低产业结构水平组的 did 回归系数

大于高产业结构水平组,且组间系数差异 p 值显

著,表明无论城市产业结构水平高低,实施双政策

均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但相较于高

产业结构水平的城市,实施双政策对低产业结构

水平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更强。 其原因可能

在于,在产业结构水平的作用下,实施双政策对城

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遵从“边际效益递减”规

律。 产业结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整体

技术水平和产业复杂度,随着城市产业结构水平

的升高,技术突破的难度也相应增加,双政策的边

际红利逐渐收窄,因此在低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实

施双政策更能释放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

效能。
表 14 第(5)列 ~第(6)列结果显示,低创新能

力水平组和高创新能力水平组中 did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但组间系数差异 p 值不显著,表明无

论城市创新能力水平高低,实施双政策均可以显

著地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且实施双政策对城

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不受城市自身创新水平的

影响。
(二)叠加效应异质性

既有研究已经发现实施单一创新型产业集群

政策[1]或人才引进政策[10] 均能提升城市创新能

力,那么实施双政策与实施单一政策相比,对城市

创新能力的提升究竟是“多此一举”还是“更上一

层楼”? 实施政策的不同顺序是否也会对城市创

新能力的提升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

题,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实施双政策和实施单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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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净影响效应,以及

不同的政策实施顺序对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

净影响效应。
首先,本文估计了实施单一政策对促进城市创

新能力提升的净影响效应。 具体操作为:①剔除实

施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的样本,仅保留实施了人

才引进政策的样本和基准回归中的对照组,借此剥

离出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净影响效应;
②剔除实施了人才引进政策的样本,仅保留实施了

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和基准回归中的对照组,借
此剥离出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

净影响效应。 如表 15 第(1)列 ~ 第(2)列所示,人
才引进政策虚拟变量和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虚拟变

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实施人才引进政策

或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均能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其次,本文比较了实施双政策和实施单一政

策对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净影响效应。 具体

操作为剔除既没有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也没

有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样本,保留仅实施创新型

产业集群政策或仅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样本。 此

时 did 反映的是先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再实

施人才引进政策或先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再实施创

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净

影响效应,即实施单一政策变为实施双政策对城

市创新能力的净影响效应。 如表 15 第(3)列所

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实施单

一政策,实施双政策具有叠加效应,对城市创新能

力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 15　 叠加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创新型产业集群
政策虚拟变量

— 0. 109∗∗∗

(0. 041)
— — —

人才引进政策
虚拟变量

0. 265∗∗

(0. 105)
— — — —

did — — 0. 174∗

(0. 090)
0. 308∗∗∗

(0. 067)
- 0. 238
(0. 2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37 1 937 715 676 39

R2 0. 928 0. 928 0. 943 0. 945 0. 943

最后,本文比较了不同的政策实施顺序对促

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净影响效应。 具体操作

为:①保留已经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但还未

实施双政策的样本,此时 did 反映的是实施创新型

产业集群政策后再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创新

能力的净影响效应;②保留已经实施人才引进政

策但还未实施双政策的样本,此时 did 反映的是实

施人才引进政策后再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

城市创新能力的净影响效应。 如表 15 第(4)列 ~
第(5)列所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后再实施

人才引进政策样本中的 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再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

样本中的 did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相较于先实

施人才引进政策再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先
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再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对

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 2009—2021 年 14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探讨了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

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首先,实施双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

新能力;其次,实施双政策可以通过融资约束缓解

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促

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再次,在人力资本水平的

作用下,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遵从“马太效应”规律,相较于低人力资本水平的

城市,实施双政策对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创新

能力提升作用更强,而在产业结构水平的作用下,
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遵从“边
际效益递减”规律,相较于高产业结构水平的城

市,实施双政策对低产业结构水平城市的创新能

力提升作用更强,且实施双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

的提升作用不受城市自身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后,
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或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均能提

升城市创新能力,相较于实施单一政策,实施双政

策具有叠加效应,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

强,而相较于先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再实施创新型

产业集群政策,先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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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

更强。
(二)政策启示

首先,统筹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释放政策创

新赋能叠加效应。 一是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创新型

产业集群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统筹布局,发挥“政
策组合优势”。 例如,同时部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和人才引进方案,通过将产业集群内龙头企业、重
点实验室和研发机构等关键创新平台纳入人才引

进重点支持机构名录,实现产业项目落地即带动

人才集聚,避免出现无法充分释放政策合力的问

题。 二是根据城市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分层施策,
避免“一刀切”。 在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城市,应更

加注重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增强人才供给。 例如,
设立面向重点产业的专项人才引进计划,完善“揭
榜挂帅”式柔性人才引进模式,确保关键领域有才

可用,缓解因马太效应而导致的创新差距扩大的

风险。 在产业结构水平高的城市,应更加注重通

过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推动技术突破。 例如,围
绕具备比较优势或“卡脖子”风险突出的关键产

业,探索多主体共同申报、共同研发和共同持股的

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避免因边际效益递减而导

致的创新动能不足的问题。 三是把握政策先后顺

序,防止“顺序错位”。 例如,应优先实施创新型产

业集群政策,通过引导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

的企业、研发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抱团式”集聚,
推动创新项目快速落地和高质量岗位持续涌现。
在此基础上,适时跟进实施人才引进政策,通过动

态调整人才目录和优化人才认定机制等方式,确
保人才能够在完善的产业平台中实现价值,防止

出现“人无所用、业无所托”的问题。
其次,完善政策关键的生效机制,增强城市创

新能力提升效应。 一是发挥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打破创新资金瓶颈。 例如,拓展对优势产业、重点

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创新融资渠道,通过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与市

场化资本深度融合,引导社会资本向高潜力项目

精准投放,为创新主体持续创新提供更加稳定的

资金保障。 二是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激发创

新需求潜能。 例如,推动城市由传统资源型产业

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通过鼓励龙头企业

开展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系统释放企业对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需求,从而构建需求侧驱动

的城市创新体系。 三是发挥科技人才集聚效应,
完善创新竞合机制。 例如,健全科技人才的引育

留用体系,在个人所得税减免、科研配套设施优

化、成果转化激励和安居保障等方面,为关键技术

持有者、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等科技人才群体

提供定制化支持,提升城市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吸附力。 同时,依托创新型产业集群构建高水平

的产业创新生态,打造产学研用联合体、组建协同

创新实验室和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跨学科、
跨领域科技人才之间进行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
四是通过举办城市科技创新大赛、推行城市科学

家竞聘机制和公布科技突破领军人物榜单等方

式,建立以创新绩效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

激励机制,推动形成科技人才正向竞争的“锦标赛

效应”。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方面,本文对政策的测度方式可以进一步

丰富。 本文将实施双政策定义为城市同时入选国

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颁布人才引进政策。 事

实上,城市被认定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个数、人才

引进政策的数量和强度等因素也会对城市创新能

力提升产生不同影响。 未来可以将这些因素融入

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实施双政策的强度对城市

创新能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对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的选

取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 本文将创新型产业集群

政策与人才引进政策作为典型的产业政策与人才

政策。 事实上,我国还实施了很多其他有利于激

励创新的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如国家高新区政

策、人才签证政策等,未来可以将这些政策纳入研

究范围,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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